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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踏入高中階段前後，要面對不同挑戰，而香港學生面對的學習壓力嚴重，

升學競爭尤為激烈。若學生缺乏面對挑戰的素質，容易失去解決問題的目標和動力，

更甚的是對未來失去希望感（hope）。這對於缺乏社經資源和家庭支援的基層學生 

來說，尤其值得關注。香港目前透過家庭參與和「商校協作」模式，舉辦或資助不同

活動，推動學生的個人發展。本研究於 2015 年收集了 5,500 多位曾參與香港一項 

「商校協作」計劃的中學生的問卷數據，並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學生的 

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父母的期望和參與，

以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對學生希望感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父母的期望和參與

以及學生參與商校協作，對中學生的希望感具顯著正面影響。本研究就身處弱勢階層

的青少年透過參與各類「商校協作」活動，對個人面對未來的正面素質─希望感的

影響作實證剖析，結果將對青少年政策如何拓展企業及社區的社會資源有具體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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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學生踏入高中階段前後，需要經歷連串影響個人未來發展的改變，諸如選擇學術

專業、應考公開試以求取資歷、決定中學畢業後出路，這些都使他們逐漸邁向成年人

的世界。他們在這階段開始了解自我志向、萌生個人目標，同時要面對現實生活愈加

複雜的限制和挑戰。部分能夠調適這種矛盾的學生會建立人生的方向，對前景充滿 

希望，但部分未能應付的學生會沮喪及放棄，更甚者是對未來感到絕望。 

除了加強在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方面的支援，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提升學生

面對挑戰的希望感。來自基層家庭、支援及資源相對較少的學生，尤其值得關注。 

近年香港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商校協作」這種社區參與模式開始受到關注。其中一項

主要以扶助缺乏發展條件的學生為目標的「商校協作」計劃，透過資助及舉辦多元化

活動，給予學生培訓及啟發，以迎接未來發展和挑戰。可以預見，這種社會參與模式

將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為此，本研究期望了解參與相關活動有多大程度能提升中學生

面對挑戰的正面素質和對前途的希望。 

文獻回顧 

關注青少年發展的早期研究普遍着眼於成長期間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例如壓力、

情緒和精神病患、自殺及自毁行為等），並嘗試判定及防止相關的潛在風險因素 

（社經背景、性格特徵、朋輩影響、生命中的重要改變等），較少關注個體是如何 

正面面對挑戰。有見及此，正向心理學者提倡從人的心理情緒和素質着手，嘗試培養

並發揮個體的優點或潛能，適應生命改變及挑戰，以達至個人成長（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希望感─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構念 

「希望感」（hope）是近年正向心理學中學者廣泛研究的一個心理素質。希望感 

不單是對美好事物如願發生的主觀期許（Snyder, 1994），亦是達成個人目標的「認知

－動機」歷程（cognitive-motivational process），當中包含兩個元素：（1）認知層面，

具較高希望感的人自覺能夠找到達成目標的行動途徑（pathway），並且在選擇途徑 

的過程中保持靈活，即使一種方式不奏效，亦能思考不同方法解決困難和達成目標； 

（2）動機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有持續向目標邁進的能動力（agency），即使遇上

困難或挫折亦能自我激勵，解決問題。Snyder 及其團隊建立希望感量表時，透過統計

結果確認兩者為獨立元素，但互為表裏（Snyder, Harris, et al., 1991）：假設人有決心 

達成目標，會更積極尋找途徑並行動；而找到實踐途徑亦會加強人達成目標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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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同時強調「認知－動機」以達成目標的特性，使希望感從其他正面心理素質（如

自我效能感、樂觀態度）區分開來（Snyder, Harris, et al., 1991; Snyder, Shorey, et al., 

2002）。2 

過去二十多年，希望感這項心理素質吸引了大量心理學、教育學、輔導學學者及

工作者關注，其測量工具亦廣泛應用到相關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ies）之中。研究

發現，希望感能預測個體的學術表現（Snyder, Shorey, et al., 2002）、運動表現（Curry, 

Snyder, Cook, Ruby, & Rehm, 1997）、精神健康（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09）

和生活滿足感（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11），以及較低程度的抑鬱（Geffken 

et al., 2006）和焦慮情緒（Chang & DeSimone, 2001）；反之，具較低希望感的青少年 

傾向參與高風險的行為，例如暴力行為和濫藥等（Bolland, 2003）。基於以上種種， 

學者普遍視希望感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預測因素（predictor）和保障因素（protective 

factor），認為培養青少年的希望感能協助他們迎接成長上的各樣挑戰。 

了解影響希望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縱使上述以希望感預測青少年正面行為的研究成果豐腴，但若以希望感本身的 

發展歷程為焦點，似乎未得到相稱的關注和討論（Callina, Johnson, Buckingham, & 

Lerner, 2014; Schmid & Lopez, 2011），於針對華人社會青少年群體的論述更是着墨 

不多。 

Callina et al.（2014）一項以美國 7 至 10 年級青少年為對象的追縱研究，是少數 

開宗明義討論青少年希望感發展過程的研究。他們認為以往研究過於簡化地將希望感

視為獨立的（individualistic）特質，忽略了這個心理素質與個體成長環境的生態特質

（ecological assets）之間的關係。一如他們參照 Schmid & Lopez（2011）青少年正向

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框架所述，個體於成長期間，希望感和其他正向 

心理素質及行為的發展，其實是「個體－處境」（person–situation）互動和不斷調節的

過程。換句話說，當青少年面對成長上的問題或挑戰，能否保有能動力並掌握有效 

途徑以達到預定目標，除了視乎他們個人的能力和心理素質外，亦相當視乎他們生活

環境的生態特質，比如他們有多少可用以解決困難的資源（access to resources），或是

其人際網絡（social networks）中可以提供的可靠支援及意見等。這跟 Ng, Chan, & Lai

（2014）報告一項針對香港弱勢家庭兒童希望感與生活滿意度研究的角度類近。他們

引述 Fleeson & Noftle（2009）指出，了解青少年心理素質的發展，需要關注他們生活

的「就近情境」（proximal context）如何對他們產生影響，並將種種影響希望感發展 

的因素歸類為「內在資源」（internal resources，如青少年個人能力及心理優勢等）和 

「外在資源」（external resources，如身邊人的支持）。縱使用詞不盡相同，以上模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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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均清楚說明，研究青少年的希望感發展需要注意情境（contextualized）。以下部分

將梳理過往研究發現影響青少年希望感發展的各種個人及環境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 

當青少年要尋求動力和途徑達至成長階段的目標時，家庭是提供支援的最就近 

社會情境。普遍相信，家庭收入、父母工作和教育水平等反映社經地位的因素，會 

直接影響青少年所得支持的質與量，這不單指金錢及物質資源，還有文化及社會資本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但尚未見實證研究有系統地辨明各項社經背景因素對 

青少年希望感的影響，而目前研究傾向聚焦於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例如美國不少研究

關注國內拉丁裔（Cavazos, Johnson, & Sparrow, 2010; Ojeda & Flores, 2008; Vela et al., 

2014）和非裔、亞裔等移民（Chang & Banks, 2007）青少年的希望感水平。這些研究

普遍假設移民家庭是被邊緣化的少數群體，往往較大機會面對貧窮、語言及文化隔 

閡、歧視等問題，使在這些家庭長大的青少年在發展上面對較多阻礙，因而減低追求

目標的動力和途徑。然而，研究結果並未有一致結論。例如，Vela et al.（2014）以 

父母教育程度為預測希望感的因素，發現只有母親教育程度呈顯著影響；而 Chang & 

Banks（2007）比較不同族裔的希望感，卻發現拉丁裔移民家庭大學生在希望感 

（能動力副量表）方面比白人及其他族裔為高，兩位作者推斷少數族裔群體緊密的 

凝聚力及支援網絡等能提供補足作用。又有學者研究美國墨西哥裔高中學生的未來 

教育想望，發現學生會以父母較低的教育水平（Ojeda & Flores, 2008）及低收入工作

（Cavazos et al., 2010）為推動個人努力達至高等教育目標的動力。由於未能確定上述

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不同文化及地區的社會設定（如貧富分布、社會流動機會等）， 

社經背景因素的影響值得再作進一步研究。 

性 別 

Nurmi（1991）探討青少年如何看待個人未來，指出性別的影響需要仔細考慮， 

特別是社會對男女所賦予的角色期望相當影響青少年對個人未來目標的想法，例如 

男性較女性會更多思考未來且想得較長遠，這很大程度受不同文化及家庭觀念影響。

可是，Snyder 在建立希望感量表時，發現男性和女性的希望感水平並未有顯著差異

（Snyder, Lopez, Shorey, Rand, & Feldman, 2003），而其他研究曾將性別納入為希望感

的影響變項，亦未有發現性別差異（Otis, Huebner, & Hills, 2016）。因此本研究團隊 

認為值得將性別納入本研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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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參與及期望 

希望感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個社會化過程（socialization），而這過程最先且最主要 

出現於父母與子女之間（Snyder, Hoza, et al., 1997）。Nurmi（1991）從三方面說明父母

在這方面的影響：（1）父母培育子女成長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為他們建立起價值

觀、興趣和成就取向等標準，如是者青少年如何釐訂和排列學業、工作及個人嗜好 

等目標優次，均與父母本身的方式相近；（2）父母本身如何解決不同的挑戰和問題，

例如如何規劃事情或應對生命逆境，都成為子女的學習楷模，透過示範和傾談能協助

子女掌握解難技巧；（3）父母對事件的歸因方式（attribution）影響子女對未來情況及

個人行為的評估，以及判斷個人能否有效建構目標和實踐規劃。有學者集中研究父母

與子女之間的行為，發現父母的參與行動對青少年的希望感發展有幫助。例如，Nurmi 

& Pulliainen（1991）一項針對 15 歲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父母適當地管制子女的行為有

助青少年逐步達到目標，而與子女討論亦能提升子女的正面想法並對未來抱持希望。

McCabe & Barnett（2000）亦發現，家長明確地與子女談論未來目標（如長大後的事業

方向），能令子女更清楚自己未來所要達成的目標。值得留意的是，上述研究結果均 

以西方社會為背景，有關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對華人社會有否另一指向及影響，例如 

「望子成龍」的傳統期望（Leung & Shek, 2011）在子女面對未來時是帶來壓力還是 

幫助，需要進一歩探討。 

「商校協作」─透過社區參與支援學生面對挑戰 

上文按照青少年發展的處境，根據以往研究所得，梳理出各項影響青少年希望感

發展的個人及環境因素。此外，社區資源亦漸漸成為青少年發展其中一種重要的外在

資源（Ng et al., 2014）。除了金錢上的資助補貼和實際的支援服務，社區內的持份者 

還可透過與學校進行不同形式的協作，為校內的青少年提供協助。在香港，大學、 

非牟利機構和慈善團體屬學校協作的對象已有相當歷史，而近年「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意識逐漸普及，商業機構亦開始從以往捐款這單一 

模式邁開腳步，嘗試開拓與學校協作的可能（黃顯華、韓孝述、李文浩，2012）。 

2011 年，「學校起動」計劃（下文簡稱「起動計劃」）由香港一個商業集團 

（下文簡稱集團）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開展，是本地最具規模的 

「商校協作」行動。「起動計劃」成立的宗旨是為具潛力但欠缺學習條件及優勢的 

中學生提供支援，啟發他們規劃人生，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在具體實踐上，集團所

提供的資金和在香港企業間所發揮的號召效應，使主要錄取第三組別
3 學生的成員 

中學獲得不同資源和機會，籌辦各類有助學生全人發展的項目。其中一類旨在幫助 

學生從現實職場及社會體驗中，拓展對未來職業及個人發展的路向，研究並證實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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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參與學生掌握升學及就業的技巧（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 

此外，學校能運用所得經費，按照學生個人成長需要及興趣全數或部分資助學生參與

不同類型活動，包括體藝課程培訓、境內／外考察及服務學習、觀賞及參與文娛活動

等。這些多元化活動的最大特色，是按照學業成績及社經地位較低學生的需要設計，

並以建立品格、促進學習、拓展視野、建立自信為目標。以一系列體驗式學習活動為

例，安排學生於現實場景解決具體問題（如透過賣物會向公眾推廣社區共融、為偏遠

地區人民提升生活素質），強調提升學生解決困難的技巧和內在素質；又安排社區人士

及持份者（如企業員工、大專學生）成為學生的夥伴，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作出指引

及啟導，擴闊學生的支援網。借 Fleeson & Noftle（2009）的詞語來描述，這些「商校

協作」活動的作用，就是在學生本身成長的「就近情境」以外提供機會，增加他們的

「內在資源」和「外在資源」以面對困難，提升他們的希望感。 

「起動計劃」標誌着「商校協作」這種社區參與模式正式在香港大規模實施。 

目前「起動計劃」更利用商界網絡號召更多企業、大專院校及各類型機構加入與學校

協作的行列，
4 從各方面協助基層家庭青少年的發展。時值這種「商校協作」模式 

開始得到關注和擴展，值得提出的是，這種模式的支援對協助提升青少年的希望感以

面對未來挑戰有何影響？這影響相對於以上文獻回顧提到種種影響希望感的個人及 

環境因素的影響又如何？這對於日後運用社區和企業資源以推動青少年發展工作有 

重要意義。 

研究框架及問題 

承接以上文獻回顧，本研究以量化方式調查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 

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狀況，再將收集得的 

數據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各個變項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相對影響。本研究

將按照圖一的框架進行探討。 

圖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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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架構圖，本研究設定以下三個主要研究問題： 

1. 就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和希望感所反映，受訪學生的發展 

處境如何？ 

2. 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對學生的希望感有何影響？ 

3. 相對於上述各項因素，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對其希望感有何影響？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香港 13 所參與「起動計劃」的中學裏就讀中三至中六的高中學生為研究

對象。這 13 所學校全屬第三組別學校，在參與計劃時經過一系列條件甄選，因此學校

背景相當同質：所有學校均為政府津貼學校，位處公共屋邨或市郊，所取錄學生來自

低收入家庭等；但沒有集中於某些辦學團體（3 所隸屬天主教區，3 所隸屬佛教辦學 

團體，其餘隸屬不同慈善團體或獨立辦學團體）。本研究抽取樣本總人數為 6,037 人，

收回有效問卷 5,506 份，回收率達 91%。有關學生背景資料，詳見「研究結果」下 

第一節。 

數據收集過程 

本研究於 2015 年 1 月至 4 月期間向參與學校發放紙本問卷，並指引校內教師於 

上學時段安排約 40 分鐘給學生填答。填答前，發卷教師會向學生講解研究背景及 

守則、參與者權利和填答指引。若學生作答時遇上困難，可向在場教師尋求協助。 

部分學生因缺席無法完成問卷，而因破損或作答模糊的問卷作廢。 

研究工具 

因應抽樣對象均就讀中文中學，所有問卷題項均以漢語編寫。問卷編製流程如下：

經由研究小組會議討論研究焦點和題目，然後邀請中學生對問卷初稿進行預試，刪除

提問內容不清或鑑別度不佳的題項。從研究對象取得數據後，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測量各量表的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經因素轉軸分析，從因素分數 

矩陣中依據量表不同題項在某一特定因素的負荷量大小來判斷題項歸屬的層面。本 

研究的變項包含四大類別，下文分別說明其操作定義和內涵。 

 



80 何瑞珠、李文浩、李仕傑 

 

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 

1. 受訪學生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本研究以虛擬變項方式進行

分析，將「女生」、「內地出生」、「單親及無父母家庭」訂為 1。 

2. 受訪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利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萃取父母最高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職業地位和家庭收入變項的得分，成為一個 

標準化的指數，用以反映受訪學生所屬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 

 父母最高教育程度─指父母（或監護人）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由學生 

分別按照父親（或男性監護人）和母親（或女性監護人）的學歷，從「學士

或以上」、「大專（非學位）」、「文憑／證書課程」、「中七畢業」、「中

六畢業」、「中五畢業」、「職業訓練課程」、「中三畢業」、「小學畢業

或以下」選填一項。本研究將不適用的選項排除在外，不列入分析。在建構

「家庭社經地位」時，只納入父母兩者中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轉換成教育 

年數計算。 

 父母最高職業地位─參考曾榮光（2004）編製的職業分類列表及 2009 年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問卷中父母職業題項。職業類別按掌握知識和社會地位分為九個等級，分別

為「基層職業」、「機械設備操作員及裝配工」、「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

「漁農業及林業技工」、「服務員及售貨員」、「文員支援人員」、「技術

員及輔助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及「行政管理人員」。至於「照顧家庭」、

「退休」及「不適用」等選項，本研究把它們排除在分析之外。由學生自行

填寫其父親及母親現時或最近從事的職業；同樣，將父母兩者中較高的職業

地位納入「家庭社經地位」變項。 

 家庭每月總收入─本變項依每月收入多寡分為九個等級，幅度由 $5,000

以下至 $40,000 或以上。 

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本研究收集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由於經「起動計劃」舉辦或

資助的活動繁多，為方便統計，本研究將活動歸納為 15 個範疇，並需要受訪學生回顧

由 2011 年 9 月至填答當日參與每項活動的次數。每題設有四個選項，分別為「0 次」、

「1 次」、「2 次」、「3 次或以上」。為方便分析，研究小組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一個 

變項，以反映受訪者參與上述活動的多少。經轉軸後的因素分析得出三個主因素， 

因素負荷的範圍界乎 .388 至 .859 之間，按題項的意義歸納為：「校本學生活動」、 

「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活動」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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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本研究採用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測試─學生 

問卷」的題項，測量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家長期望」 

部分採用 Wang & Heppner（2002）研發的「符合父母期望量表」（Living up to Parental 

Expectation Inventory）其中 6 個題項，要求受訪學生按六點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 = 「完全不期望」，6 = 「十分期望」）對題項（例如「父母期望我的學業成就令 

他們引以自豪」）評分，並透過因素分析萃取一個因素為變項，以反映受訪學生感知 

父母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高低。 

「家長參與」部分共有父母參與子女未來發展的 6 項行為（例如「父母鼓勵我 

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要求受訪學生標示父母「有」或「沒有」透過所述行為

參與自己的發展抉擇。本研究將受訪者標示「有」的父母參與行為加總並統一化為 

變項，以反映受訪學生報告父母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參與程度。 

希望感 

本研究採用 Snyder, Harris, et al.（1991）研發的「希望感量表」（Hope Scale）測量

受訪學生的希望感。量表作者在不同樣本進行檢定，確認量表適用於 15 歲或以上人 

士。本研究參考何敏賢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0）所進行一項調查的中文翻譯版， 

4 題量度達至目標的能動力（agency）（例如「我能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4 題量度

達至目標的行動途徑（pathway）（例如「我能想出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

東西」），受訪者按四點李克特量表（1 = 「十分不似我」，2 = 「有點不似我」，3 =  

「頗似我」，4 = 「十分似我」）對題項評分。根經因素分析結果，本研究捨棄兩題 

負荷量不良的題項，將其餘六題荷載到一個因素的結構。所得變項用以反映受訪者的

整體希望感，亦成為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信度分析 

在信度方面，本研究計算信度指數（Cronbach’s alpha）以檢測以上量表，保證 

測量結果具有一致性和穩定性。信度分析結果為：「商校協作」活動中「校本學生 

活動」（.79）、「體驗式學習活動」（.79）、「升學就業活動」（.72）；父母對個人未來 

發展的參與（.77）及期望（.87）；希望感（.80）。上述指數均顯示各變項具有滿意的

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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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中文 21.0 版進行資料處理及分析。當回收正式問卷

後，本研究的分析步驟如下：首先利用敘述統計描述樣本結構和變項，然後利用多元

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

及參與、參與「起動計劃」各類型活動對學生希望感發展的影響。 

研究結果 

受訪學生個人及家庭背景 

本硏究以參加「起動計劃」的香港 13 所中學就讀中三至中六的學生為硏究對象，

各級學生比例為中三（26.6%）、中四（24.8%）、中五（24.4%）及中六（24.1%）。 

當中男生（52.7%）多於女生（35.6%），但有 11.7% 學生沒有填答性別資料。內地出生

和本港出生的學生比例分別佔 32.1% 和 55.3%，餘下 12.6% 的學生則於其他地方出生

或沒有出生地資料。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公布的 2011 年人口普查數字，顯示

77.8% 的香港適齡全職學生於本地出世，可發現本研究的對象於內地出生的比例較 

全港整體學生群體為高。在家庭結構方面，大部分受訪學生主要與父母同住（64.1%），

但亦有 26.3% 學生是來自單親家庭（22.3%）或無父母家庭（4.0%），其中單親家庭以

與母親同住佔多數（16.4%）。至於受訪學生的社經背景方面，學生父母的最高教育 

程度主要為中三（20.7%），其次為中五（12.4%）；而學生父母現時或最近期從事的 

職業則主要是服務員及售貨員（18.4%），其次為基層職業（17.1%）（例如清潔工人、

雜工、搬運工人、保安員等），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11.2%）。至於家庭每月總 

收入主要介乎 $10,000–14,999（22.2%）、$15,000–19,999（15.6%）、$20,000–24,999

（12.7%）。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扶貧委員會對本地貧窮線的定義及 2012

年公布的數字，顯示 15.2% 的香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若利用家庭每月總收入的 

變項計算，本研究的受訪學生家庭大約有 42.4%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由此可見，受訪

學生的社經地位相對較低，家庭的經濟條件比一般香港學生較為薄弱。另外，於上述

三項社經地位指標沒有作答的比例佔 20% 至 30%，可見部分中學生未必知道父母的 

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 

家長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表一顯示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他們在升學和就業上最大的期望是「努力讀書， 

將來找到高薪的工作」（平均值 4.64），其次為「學業成就令父母引以自豪」（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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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其未來發展的期望 

 平均值* 標準差 

填答百分比 

完全 

不期望 
    

十分 

期望 

父母期望我努力讀書，將來

找到高薪的工作。 

4.64 1.28 3.2% 3.1% 10.4% 23.8% 27.9% 31.0% 

父母期望我的學業成就令他

們引以自豪。 

4.16 1.38 5.1% 6.8% 16.5% 30.4% 20.3% 20.3% 

父母期望我分擔家庭的經濟

負擔。 

4.12 1.38 5.4% 7.5% 16.2% 29.1% 23.0% 18.2% 

父母期望我光宗耀祖。 3.98 1.43 7.0% 8.2% 18.8% 28.8% 19.7% 17.0% 

父母期望我升讀他們理想的

課程／院校。 

3.78 1.52 10.8% 9.8% 19.2% 26.3% 18.0% 15.4% 

父母期望我從事他們理想的

職業。 

3.66 1.55 12.4% 10.9% 20.1% 25.0% 16.7% 14.3% 

* 本量表題項將學生的回應以 1 =「完全不期望」、6 =「十分期望」轉化為數值。 

 

值 4.16）和「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平均值 4.12）。在百分比的數據上，受訪學生

表示家長期望（六點量表中的第 5 及 6 點）他們「努力讀書，將來找到高薪的工作」

佔 58.9%、「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佔 41.2% 和「學業成就令父母引以自豪」佔 

40.6%。對「起動計劃」中的弱勢家庭而言，子女感到父母有這些期望不難理解。 

表二顯示家長在子女未來發展的參與上，一般採取支持態度。最多受訪學生表示

「父母鼓勵我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70.3%），其次是「當我告訴父母我對某種

工作感興趣時，他們贊同我的想法」（68.3%）、「父母和我談論我將來想做甚麼工作」

（66.3%）及「當我憂慮將來就業時，父母會和我傾談」（61.6%）。但值得注意的是，

少於|一半受訪學生表示父母有向他們「提供關於職業的資訊」（42.9%）。這結果 

或許反映普遍家長仍缺乏職業方面的資訊，因而間接影響他們對子女就業的輔助。 

表二：家長參與子女未來發展的情況 

 
回答「有」 

父母鼓勵我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 70.3% 

當我告訴父母我對某種工作感興趣時，他們贊同我的想法。 68.3% 

父母和我談論我將來想做甚麼工作。 66.3% 

當我憂慮將來就業時，父母會和我傾談。 61.6% 

父母告訴我他們希望我將來做甚麼工作。 45.7% 

父母向我提供關於職業的資訊。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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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針對由「起動計劃」所籌辦及資助的活動，學生主要參與「免費參觀主題公園、

觀賞音樂會或戲劇」（48.2%）、「義工活動」（47.9%）、「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

（47.9%）、「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44.7%）、「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31.9%）

等活動（見表三）。若以參與次數來看（三次或以上），受訪學生傾向多參與「義工

活動」（17.4%），其次為「免費參觀主題公園、觀賞音樂會或戲劇」（11.6%）、 

「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10.8%）和「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10.1%）。另外， 

各類「體驗式學習活動」的參與人數百分比較低（2.6% 至 8.0%），原因是這類活動 

需要參與學生於一段時間內（例如兩星期至個半月不等）作沉浸式學習，時間和資源

投入都相當高，活動本身亦因此為參與人數設限。 

表三：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1 次 2 次 3 次或以上 

校本學生活動    

免費參觀主題公園、觀賞音樂會或戲劇 24.1% 12.5% 11.6% 

義工活動 18.0% 12.5% 17.4% 

團隊建立活動 16.5% 4.4% 3.4% 

補習班或其他學科學習訓練活動 15.9% 7.8% 8.0% 

領袖訓練活動 13.8% 4.3% 4.1% 

受資助的境外學習及交流活動 12.8% 4.7% 2.5% 

於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 10.8% 4.9% 6.3% 

創意、藝術培訓課程或比賽 8.1% 4.2% 4.5% 

體驗式學習活動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於實際市場環境營商的學習活動） 6.1% 1.6% 0.3%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於真實工作環境進行沉浸式學習） 6.1% 1.1% 0.5% 

無止橋學習服務計劃（到中國內地落後地區作服務學習） 1.5% 0.7% 0.4% 

升學就業活動    

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 24.4% 12.7% 10.8% 

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 22.2% 12.4% 10.1% 

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 18.5% 7.7% 5.7% 

學長或導師計劃 11.0% 4.7% 3.8% 

受訪學生的希望感 

表四顯示量度希望感的六個題項的平均值。各題項的平均值均高於 2.5，其中最高

的是受訪學生自覺「過去的經歷有助面對將來」（2.85），其次為「能想出很多方法

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東西」（2.84）和「能想出很多方法走出困境」（2.78）。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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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受訪學生的希望感 

 
平均值* 標準差 

我過去的經歷有助我面對將來。 2.85 0.73 

我能想出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東西。 2.84 0.73 

我能想出很多方法走出困境。 2.78 0.74 

即使其他人都放棄了，我知道我仍可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67 0.74 

直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活得頗成功的。 2.63 0.74 

我能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 2.56 0.72 

* 本量表題項將學生的回應以 1 =「十分不似我」、2 =「有點不似我」、3 =「頗似我」、4 =「十分似我」

轉化為數值。 

 

反映受訪學生在生活上傾向有希望，在找尋解決困難方法上抱有正面想法。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只有一個因子，因此本研究採用這六個题項建立了一個希望感指標。 

各項因素對希望感的影響 

研究採用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 

期望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為自變項，分別探討變項對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簡單

來說，模式 1 先將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納入分析，逐步於模式 2 加入家長的期望及 

參與，其後於模式 3 加入「商校協作」活動，以觀察和比較各自變項解釋能力的變化。 

表五顯示影響學生希望感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四個變項與 

學生希望感的關係來說，發現社經地位變項對學生希望感具顯著影響，其迴歸係數在

三個模式都呈正相關，表示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愈高，希望感愈高。同時，三個模式

都顯示女生的希望感顯著比男生低，至於學生的出生地和家庭結構對希望感則無顯著

影響。 

模式 2 加入了家長的期望及參與變項，兩個變項均呈顯著正相關，其迴歸係數的

絕對值（.159 和 .146）更高於社經地位和女生的迴歸係數的絕對值（.078 和 .095），

表示家長的期望及參與除了能提升子女的希望感，其影響更高於家庭的社經地位和 

學生的性別。 

當模式 3 加入了「商校協作」活動變項後，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的顯著性維持不變，

但迴歸係數則有些微下降。就「商校協作」活動三個變項而言，只有「校本學生活動」

呈顯著正相關，其迴歸係數（.071）同時亦比家長的期望及參與變項的迴歸係數小。

這表示參與校本學生活動雖能提升希望感，但其影響則略低於家長的期望及參與。 

至於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活動對希望感則無顯著影響。決定係數（R-squared）

在模式 1、模式 2、模式 3 分別為 .022、.077、.084，顯示每當加入新變項，迴歸模型

的變異數解釋量均有增加。整體變異數解釋量不高，仍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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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影響學生希望感的多元迴歸模型分析 

  標準係數  

 模式 1 

個人及家庭背景 

模式 2 

家長的期望及參與 

模式 3 

商校協作 

個人及家庭背景    

社經地位 .104*** .078*** .078*** 

女生 –.097*** –.095*** –.104*** 

內地出生 .019 –.006 –.010 

單親或無父母家庭 –.011 .005 .002 

父母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父母的期望  .159*** .158*** 

父母的參與  .146*** .139*** 

「商校協作」活動    

校本學生活動   .071*** 

體驗式學習活動   .025 

升學就業活動   .035 

*** p < .001 

註：遺漏值以配對方式（pairwise）刪除處理。 

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從「個體－處境」的角度切入，探討香港基層家庭中學生的個人及家庭 

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狀況，以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相對以上因素對提升

香港青少年希望感的影響。研究至少在兩方面具有顯著意義及貢獻。其一在於研究 

領域，即使過往不少正向心理學研究均有納入青少年希望感為變項，但都多以之為 

其他正向成果（如學術表現、生活滿足感等）的預測變項，較少透過實證研究關注 

這項重要的心理素質受哪些因素影響；本研究承接及延伸少數以希望感發展為焦點的

研究，並嘗試探討相關結果能否適用於香港的社會設置及環境。其二，本研究以香港

基層家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希望感，在本地目前的社會帷幕下饒富意義。根據

香港政府的統計數字和調查結果（立法會秘書處資料研究組，2015），近十年貧富 

懸加劇和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弱的情況令人關注，無論是政府、教育界或公眾都發覺

需要正視青少年（特別是來自基層家庭者）發展及對未來觀感的問題，原因是假若 

青少年對未來感到無力和挫敗，短期會對其情緒健康和正向成長產生負面影響，更 

深遠者則是個體未能盡展潛能和志向、降低社會發展動力，並對社會愈加積累不滿和

矛盾。一如上文提及，「商校協作」屬社會參與教育的其中一種模式，在香港開始以

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為目標作有規模發展，有關的支援和資源如何更有效地裝備青少年

面對未來挑戰，需要透過實證研究積累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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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基層家庭學生的發展處境 

上文報告了本研究對參與「起動計劃」學生所收集各變項的描述性結果。從個人

及社經背景因素的幾組數字大概可描繪基層家庭中學生發展處境的側影：例如，約 

兩成六受訪學生生活於單親或無父母家庭；內地出生學生佔 32.1%，高於全港數字；

以家庭收入中位數計算，約四成半受訪學生的家庭生活於政府界定的貧窮線之下。 

同時，受訪學生感知到家長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從題項的回應可見，這些期望

主要是透過取得學歷及高薪工作以改善經濟狀況，換言之是爭取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近七成家長鼓勵及贊同子女選擇理想的職業，但少於半數能夠提供相關資訊，這或許

與家長本身多數從事服務及基層行業有關。 

由此可知，受訪學生從家庭所得的發展資源及資訊相對匱乏。縱使如此，希望感

量表的結果説明他們對於將要達成的目標仍抱有希望，傾向覺得個人有能力尋求達至

目標的方法。這發現跟一般假定弱勢學生對未來態度消極的説法有出入。誠然，本 

研究單以參與「起動計劃」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方法未必能反映全港處於基層

學生發展處境的全貌，這可視為本研究的限制。但上述單就參與學生的觀察，已足堪

政策制定者、教育及青少年工作者和社會上不同持份者重視，並繼續探討不同的支援

及資源，扶助來自基層家庭但對未來仍抱正面觀感的學生，使他們有動力和方法面對

未來發展的挑戰。 

繼續發展「商校協作」，針對學生發展處境提供支援 

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探討不同因素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結果以下

幾方面值得探討。首先，本研究按照「個體－處境」角度，分層納入個人及家庭社經

背景（學生成長的生態）、家長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來自家庭的外在資源）

為自變項，結果能夠確認大部分因素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影響方向，與前述海外研究

的結果相仿，即在香港的設置中得到佐證。當模式 2 納入家長的期望及參與這類更 

靠近受訪學生發展處境的變項時，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方向雖維持不變，但影響程度

則有下降趨勢，反映社經地位的影響可能部分透過家長的期望及參與對子女的希望感

產生影響，而且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的影響力比家庭社經地位更強。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商校協作」活動這種社區資源對提升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當

納入此一變項時（模式 3），整體決定係數有所增加，其中「校本學生活動」變項呈

顯著正相關，反映控制了個人及家庭社經地位和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等因素後，參與 

校本學生活動有助提升受訪學生的希望感。至於「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 

活動」均呈正面影響但未達顯著程度，其中體驗式學習活動估計與活動參與人數限額

有關，這對於活動的設計及實施具有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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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 的分析結果說明了「商校協作」有助弱勢學生找到動力和途徑實踐目標，

但不得不對學生本身的發展處境有更清楚的掌握，原因是愈就近學生生活的處境 

（尤其是家長期望及參與的因素），影響力愈大。事實上，若了解家長對學生的影響，

甚至可考慮將家長納入為「商校協作」活動的支援對象，建議籌劃「商校協作」活動

時加強家長這方面的信息。 

此外，從分析可見，「女生」在三個模式中均呈負面影響，這跟 Snyder, Lopez,  

et al.（2003）和後來學者（如 Otis et al., 2016）指希望感無顯著性別差異不符。研究 

團隊估計這正突顯 Nurmi（1991）所提出文化差異的影響，一方面是香港社會仍很大

程度承傳華人傳統文化價值，另一方面受訪學生當中內地移民仍佔一定比例，或令 

受訪女性學生在達至個人目標的動力和途徑方面感覺受到限制。本研究首兩位筆者 

曾與其團隊針對參與「起動計劃」的學生進行了另一項有關生涯規劃的研究（何瑞珠

等，2015），提出需要向女性弱勢學生作出更大的賦權和支援，本研究在此提出相同

建議。最後，「商校協作」活動如何提升參加者的希望感，是值得深入了解的課題，

將來進一步分析可考慮更前沿的分析方法（如結構方程模型）以了解參加者如何透過

不同類型的「商校協作」提升其希望感；另外亦可繼續進行追蹤研究及訪談，更深入

了解參加者的希望如何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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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文根據第九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會中〈「商界－學校」 
協作：培育學生面對挑戰的正面素質〉一文改寫。 

2. Snyder 等人（Snyder, Harris, et al., 1991; Snyder, Shorey, et al., 2002）對希望感和其他 
正向心理素質有更詳細的區分，在此不贅。 

3. 「組別」指「收生組別」。根據目前香港中學中一新生派位機制，全港升讀中一的 
學童會按考試成績由高至低排列。「第三組別」學生為成績最低的三分之一。這些 
學校的學生多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在學習動機和行為紀律方面往往需要較多 
關注。 

4. 2015 年，「起動計劃」的學校數目拓展至 50 所中學，參與協作的企業、大專院校及

各類型機構共 3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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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volvement and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Nurturing Students’ Hope 

Esther Sui-Chu HO, Antony Man-Ho LI, & Thomas Sze-Kit LEE 

 
Abstract 

When stepping into senior secondary years, Hong Kong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different 
challenges, especially academic stress and competi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ithout the qualities necessary for coping with challenges, they may lose the goals and 
motivation for solving problems and even the hope for future. This is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disadvantaged students who are lacking in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nd family support. 
Nowadays,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organized or 
supported by family involvement and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in Hong Kong.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tud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factors (gender, place of birth,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op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2015 taken part by over 5,500 secondary students, who were 
participants in a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program, and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show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hope scale. By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by disadvantaged 
youths on their development of hope — a positive quality for forging the fu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how youth policy may tap into the resources provided by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unity. 

Keywords: parental involvement;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disadvantaged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y;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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